这次没有看关于教育的书，而是选择写白鹿原，因为我不只看了一遍，不管是电视剧还是小说。白鹿原尤其是白家具有着传统社会下深受封建礼教浸润的一切特征：耕读传家、重情重义、勤劳俭朴，同时还有保守执拗、极重视传宗接代而轻视女性。钱穆先生有一个大概的分析，是讲古代小农经济下，百姓在十年中大约有三年丰收就可以凭借积攒度过水旱天灾，就可以被称作“盛世”了。在这种长期靠天吃饭、得来不易的状态下，勤俭持家、维系家族的延续便理所当然是头等大事，也凝固出种种与之相贴合的礼数和生活习惯。这些如今看来非常遥远甚至难以想象的事情，却实实在在是我们这个民族几千年里在这片土地上赖以生存的一些原生态的根基。而在白嘉轩这个族长层面的家庭里，以耕养读、读完还耕，以读来的圣贤书结合农耕劳作而形成的道理来治家、治族就构成了传统社会最基层的政治生态。以族规管人即有星星点点的政治，而在联结起星星点点的政治向上通往地方政治、国家政治的纽带中，那族与族、村与村之间的重要节点，乃是以朱先生为代表的、备受乡民崇拜爱戴的儒士。或者，更具广泛性地说，是以或辞官回乡、或学而拒仕、或屡试不中的这几类儒士所构成的“乡绅”群体。正是这种乡绅文化看似难以想象却十分有效地将这个人口众多、上下脱节、文俗两分的庞大帝国结实地扭结成一个整体，并使得家国兴衰势同一理。

近代以来内忧外患的格局，上层建筑的急剧变革，对传统的政治生态形成了毁灭性的冲击，也造成了延续了两千年之久的乡绅文化的瓦解。从民国初期政府在地方的铺架来看，无论是有意识地还是不得已地去试图接近和利用传统乡绅文化来保证社会的延续性和稳定性，都没有来得及构建完成便迎来了更猛烈的狂风骤雨。这不由得让我想到，如果没有近代以来列强的侵略，没有十月革命一声炮响的传来，以中国几千年来固有的体系和文化，能否在充裕的时间下自然孕育出适应时代变化的新的政治形态？这恐怕仅仅是一个非常荒谬的伪命题罢了。

   关于人物，包括黑娃在内的众多人物前后都有一些变化，看得出陈忠实并不擅长或者说并不喜好进行心理活动的描写，所以这些变化在时空愈远的情况下更加难以揣摩。这当中最让人拿不准的，还属白孝文的几次变化。而田小娥，她既不是勇于冲破封建礼教的女英雄，也不是备受欺凌的旧社会代表，她的命运跟自己的所作所为不无关系；而去追究封建背景的责任的话，可以这样说，一个无论是主动还是被动有了命运上的不如意的女性，任何不甘和寻求改变都毫无用处，不去主动寻死立贞洁牌坊，便很容易在悲剧的深渊里越滑越深。这也包括了冷先生的大女儿、黑牡丹等人。

尽管对《白鹿原》的艺术高度不无叹惋，这并不妨碍去佩服它在时代变革和政治讨论中所展现出的深刻。陈忠实绝大部分借朱先生之口表达出来的种种浅显而深邃的洞见，都是对动荡中国家命运的一种精心提炼的判断。“白鹿原就是一个鏊子”——极具象征意义的一句话便将国共两党由合作走向内战的真实原因蕴含其中。相比最初面对白鹿村的宗族家法，不容于祠堂的黑娃可以直截了当地喊出对“权力”的渴望，即便他那时十有八九并不知道这个词的含义；而对权力的争夺这个核心要素，却是所有冠冕堂皇的党派都羞于承认的。而在比争权逐利更高的层面上，像所有牵涉到近代革命的著作一样，《白鹿原》也在字里行间透出陈忠实对一个不唯独值得史学界去探讨的宏大命题的思考，那就是随着两千年封建统治的轰然倒塌，中国接下来该走什么样的道路？究竟什么样的道路适合中国去走？或者说什么样的人或党派、群体才有这个能力和机遇去带领中国往前走？陈忠实没有作出明确的回答，但我们却可以从“反正”前后、从闹“交农”、闹“农协”等事件里看得出，国家大事与靠天吃饭的庄稼汉似乎相隔甚远，依赖于传统农耕文明而自然生长的底层力量尚不具备理解社会变革的能力，也似乎并不是到了关乎他们存亡的危急关头；同时，武昌急于求成的革命党人多年来一直致力于“破”，却在猛然成功后发现缺乏对“立”的构想与设计，而这种“革命后恐慌”不独他们所拥有，一直蔓延到了近代中国的各个时期、各个党派、各个阶层。写到后来，陈忠实实际也已经触及到了对中共在革命初期所犯的一系列错误的反思。这也要得益于本书写作的年代已经容许进行这种探讨。

